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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境地区是内陆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化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

组成。本文深入分析 2000—2015年中国 134个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基于边境地区城

镇化特征构建驱动力体系，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边境地区城镇化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15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面临城镇化发展

滞后、动力不足的困境。② 同期，西北、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偏低、但增速较快；西藏边境的

城镇化水平最低、增速平缓；东北、北部边境的城镇化水平稍高、但城镇化速度缓慢甚至停滞。

③ 交通力和产业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贡献最大，市场力作用较小，各种驱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

相互加强作用。④ 西北、西南边境分别形成了以产业力和交通力、市场力和行政力为主要驱动

力的城镇化发展机制；西藏边境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薄弱，尚未形成具有较强贡献作用的城

镇化驱动力；东北、北部边境的交通力对城镇化贡献较大，与市场、产业的交互增强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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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边境地区受地理区位、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的限制，人口比较稀疏，经济发展
动力不足，城镇化进程相对较慢。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化城镇空间格局的进程。2018年中国134个边境县级行政
区中有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重点关注的地区。另
一方面，边境地区尤其边境口岸，是中国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1]。特别是2013年中国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边境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优化边境市场环境、推进
双边合作、带动边境地区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此态势下，深入解析中国边境地
区的城镇化发展格局、研究其城镇化发展驱动力，对优化中国城镇格局、实现区域协调
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城镇化格局进行研究[2-6]，其中城镇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
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地理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例
如，陈明星等[7]研究发现城镇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主要驱动力，其后依
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刘彦随等[8]研究县域城镇化的驱动因素，认为县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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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
是影响县域城镇化格局的主要因素；王建康等[9]基于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
现，劳动力、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基础设施及产业结构均起到正向的促进
作用；高金龙等[10]认为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及地理区位等是中国
县域土地城镇化差异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吴一凡等[11]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
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和地区内部差距是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态势的主要
驱动因素。

总体来看，中国城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全国层面或中东部地区，对于边境地区的研
究相对较少。中国边境地区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而且由于边境地
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地缘环境，其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必然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同
时，随着县域和中小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提升，县域城镇化发展日益成
为城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8, 10]。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边境地区的134个县级单元为研
究对象，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研究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格
局；并力图构建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框架，深入探析其发展驱动力，以期丰富
城镇化、边境地区相关研究。

2 研究框架

2.1 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独特性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11-12]，比全国城镇化进程存在一定的滞后。同时，

受特殊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地缘环境的影响[13]，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驱动机制与以往
研究成果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一定特殊性。

自然环境方面，中国边境地区自然环境差异大，且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较
多。天山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等对边境地区的对外联系形成了一定的阻隔，
不利于城市的建设和空间扩张。同时，内蒙古、新疆、西藏很多边境县域气候寒冷干
旱，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成本，不利于人口集聚。

人口及社会方面，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这些民族大多跨境分布，为与临
近国家的交往合作提供了社会基础[14]。此外，边境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由于没有足够的
门槛人口数量，缺乏较高级别的教育、娱乐、甚至必要的基础设施，对城镇化造成了一
定的阻碍[15]。

交通建设方面，边境地区涉及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重接轨。对国内市场的内向延
伸中，边境交通线路密度较低，与国内核心市场分割、经济空间布局分散，要素流动受
阻[16]。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开放中，受边境效应的影响，交通网络大多在边境截断，仅有
偶尔的支线通过，缺少交通枢纽[17]。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边境地区与国际
市场的互联互通逐渐加强，边境地区交通边缘性特征有所改善[18]。

经贸合作方面，跨境的经贸合作是边境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边境地区两边不同的
要素禀赋和发展差异会给潜在的地区经济合作带来吸引和刺激，加上地理临近和文化亲
近，边境地区倾向于发展成为具有共享、互换两侧资源的功能空间[19-20]。但边界“屏蔽效
应”也可能对经贸交流产生阻碍作用[14]。

地缘环境方面，边境地区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缓冲地区，也是国家安全中的薄弱和
敏感地区[21-22]，其城镇化过程易受地缘政治影响。不稳定的地缘环境可能导致边境地区人
口大量流失、开放程度低、边境安全受威胁等，不利于其城镇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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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条件方面，中国城市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区域战略等引导的资本积累和资
源配置结果，但区域政策条件的演变使边境地区的政策优势地位不断变化。西部大开发
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为边境地区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产业发展方面，边境地区工业落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城镇化的产业基础相对较
弱。但边境县域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较高[24]，边境旅游作为“兴边富民”的重要战略产业[25]

是边境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26-27]。
2.2 城镇化驱动力体系构建

考虑到边境地区的独特性，将已有研究中相关性较强的驱动因素合并，将边境地区
的城镇化驱动力归纳为自然力、行政力、市场力、产业力、交通力和社会力。

如表 1 所示，自然力反映的城镇化的自然基础条件，衡量当地宜居程度及资源情
况[28]，即其对城市所集聚人口的吸引与容纳能力；考虑到边境地区的自然条件及资源情
况，以年均降水、年均气温、平均海拔和耕地资源为代表指标。行政力为国家和地方政
策为该地区提供的“先发权”，以支撑地区更好地调配资金、土地等要素实现经济建设和
城市发展[29-30]；本文选用地方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优惠指数等指标[31-32]。
市场力衡量地区国内外市场规模及潜力；鉴于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城镇发展由边境贸易
带动明显[22]，本文在市场力指标选择上强调边境贸易、贸易双方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市
场融合程度等[33]。产业力从总体经济规模、工业发展态势及边境地区具有前景和优势的
产业3个方面[34-36]选择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和旅游业收入等3个指标。交通力衡量边
境地区作为跨境运输通道的节点在对内连通和外向延伸两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包括陆路
交通[37]及航空运输，本文选取交通线密度、外向通道中的地位、航空运输[38]等3个方面的
指标。社会力反映地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包括医疗、教育两个方面的指标；另
外，由于边境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集聚区，也是边境地区跨境交流的重要人文因素，因
此选取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指标。

关于各指标的权重，首先，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和实地调研资料，对各指标权重进行
初步赋值；其次，在边境地区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个体商户的实地调研与访谈中，
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修订权重；同时，征求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相关人员以及边境地
区研究专家的意见，最终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表1）。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3.1 研究方法
（1） CV系数。本文运用CV系数衡量边境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即134个边

境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
（2）地理探测器。本文应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析边境城镇化的驱动因子及其交互

作用。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工具[8, 39]，本文使
用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因子探测主要测度不同驱动因子对城镇化的解释程度，计算公
式为：

qD, H = 1 - 1
nσ2∑

h = 1

L

nhσh
2 （1）

式中，qD, H为驱动要素D对城镇化水平H的解释程度；n、σ2分别为样本量和方差；nh、σh

分别为h层（h = 1, 2…L）样本量和方差。qD, H取值范围为[0, 1]，数值越大表明驱动要素
对城镇化水平的解释力越大，1说明驱动因素与城镇化水平完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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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发展驱动力及其指标权重
Tab. 1 Driver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s border areas and their weights

自然力

行政力

市场力

产业力

交通力

社会力

指标

年均降水

年均气温

平均海拔

耕地面积

地方财政支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政策优惠指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双边贸易额

双边经济融合水平

市场机会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旅游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运输线密度

交通地位

航空建设水平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教育水平

医疗水平

单位

mm

℃

km

hm2

万元

万元

/

万元

万美元

/

/

万元

百万美元

亿元

km/km2

/

/

/

人

张

指标解释

衡量气候条件宜居程度，各县级单元各年
的平均降水量

衡量气候条件宜居程度，各县级单元各年
的平均气温

衡量边境地区的地形条件，各县级单元的
平均海拔

衡量边境地区的耕地资源规模

衡量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调控能力

衡量地方政府的经济能力

衡量国家政策扶持力度(根据下述5项政策
条件进行0~5的赋值，每一项对应1分)
1 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
2 沿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现代农业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
3 边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或兴边富民
试点
4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5 跨境经济合作区

衡量边境地区所占有的国内市场的规模

衡量边境地区的贸易发展水平

衡量双边贸易环境(对融合水平进行0~3的
赋值)
0 两国未加入任何贸易协议
1 两国都加入了经济组织或协议，如WTO、
CAFTA、BRI等
2 两国进入双边贸易协商阶段
3 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衡量边境地区毗邻国家的市场规模、市场
预期等 (以邻国人均 GDP/边境地区人均
GDP表示)

衡量工业化的水平

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

衡量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衡量连接国内的交通通达水平(运输线长度
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包括公路和铁路
线路)

判断县域是否是对外开放中重要的交通
节点
衡量航空发展水平(对机场建设态势进行
0~3的赋值)
0 无3C或以上等级机场
1 有3C等级机场
2 有4C等级机场
3 有4D等级机场

衡量与邻近国家社会文化融合

衡量每万人中小学生及普通中学在校生数

每万人所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

数据来源

中国气象数据网

中国气象数据网

地理空间数据云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统计数据库

县域统计年鉴

县域统计年鉴

商务部、发改委网站

县域统计年鉴

国际贸易中心数据
库
商务部、发改委网站

县域统计年鉴，世
界银行数据库

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商务部、发改委网站

通航资源网

人口普查

县域统计年鉴

县域统计年鉴

权重

0.25

0.25

0.25

0.25

0.30

0.30

0.40

0.40

0.20

0.20

0.20

0.40

0.30

0.30

0.40

0.30

0.30

0.40

0.3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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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探测用于识别多个主要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即驱动因子X1和X2共同作用
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因变量Y的解释力，或二者对Y的影响是独立的。
3.2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包含134个中国陆域边境县（图1）。为了分析方便，根据社会经济与自然
环境的差异，将边境地区进一步划分为5个区域，即由东北三省边境县域组成的东北边
境地区、由内蒙古和甘肃边境县域组成的北部边境地区、由新疆和西藏边境县域组成的
西北边境地区和西藏边境地区，以及由云南、广西边境县域组成的西南边境地区[28]。
3.3 数据来源

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衡量指标，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再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进行补充；个别年份某些边境
县域没有人口数据的，运用联合国人口测算法推算。降水、气温、海拔、耕地面积等自
然环境与资源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地理空间数据云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库；政策优惠数据主要来源于商务部、发改委等官方网站，以及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
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的沿边重点地区名录。毗邻国
家的GDP、贸易协议等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等官方网站。

4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格局

4.1 发展态势
2000—2015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升，但边境地区受区位偏远、交通落后等
因素制约，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城镇化
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全国平均
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如图2所示，2000年
边境地区平均城镇化水平为 34.81%，高于
同期的西部、中部地区，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此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
化水平迅速提高；而边境地区则相对较
慢。2003 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被中部地
区超越，2012年被西部地区超越，2015年
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为 44.84%，低于中西部
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个百分点。
4.2 时空格局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CV
指数从0.713下降至0.520，空间差异呈较明
显的缩小态势。但边境地区城镇化空间格
局变化不大，东北及北部边境地区的城镇
化水平较高，西北、西藏及西南边境地区
的城镇化水平较低。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
法，以 25%、40%、55%和 70%为分界点，
将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分为低、较低、中
等、较高和高水平5大类（图3）。

图2 2000—2015年中国各区域的城镇化率变化
Fig. 2 Changes in average urbanization rate in China

by region, 2000-2015

图1 研究区域
Fig. 1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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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西北、西藏及西南边境地区除西南边境的防城港、东兴、凭祥、芒市、陇
川、瑞丽，西藏边境的噶尔，以及西北边境的阿勒泰、哈密等县域外，其他县域的城镇
化率均低于40%，为较低或低水平。其中西藏仲巴、萨嘎、定日、岗巴等县域的城镇化
水平甚至低于5%，全国最低。东北及北部边境地区除东北边境的逊克、鸡东、绥滨、抚
远、宽甸、东港，以及北部边境的科尔沁右翼前旗、四子王旗、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
旗等县域外，其他县域的城镇化率均高于40%，为中等及更高水平。其中二连浩特、满
洲里、阿尔山、漠河、塔河等县域的城镇化水平最高，均超过90%。

2015年西北边境北部的博乐、塔城、福海、奇台，北部边境中部的肃北、阿拉善左
旗、四王子旗，东北边境东部的呼玛、同江、抚远、东宁、珲春、抚远等县域的城镇化
水平有明显提升。西北边境的北部县域城镇化率提升至中等水平以上，但和田、皮山、
乌什、叶城、阿克陶等县域的城镇化率低于20%。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略有提升，但
西藏边境仍处于连片的低水平阶段。东北及北部边境大部分县域的城镇化率高于 55%，
处于较高或高水平；仅科尔沁右翼前旗、穆棱的城镇化率低于40%。
4.3 发展模式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长普遍较慢，大部分县域的城镇化率增长
在10%以下，有些城镇甚至出现倒退。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以0、10%和20%为分界
点，将其划分为负增长、低速增长、中速增长和高速增长4种类型（图4）。西北边境的
北部和西南边境的部分地区的城镇化率呈
高速增长；但西北边境的南部、北部边境
的东部、东北边境的南部等部分县域面临
人口流失问题，城镇化率呈负增长。

以 2000年城镇化水平为准，将边境县
域划分为中等水平以下（L）和中等水平以
上（H）；以 2000—2015年城镇化率增长速
度为准，划分负增长 （N）、中低速增长
（S） 和高速增长 （F）；结合以上两个指
标，将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划分为6
种类型 （图 5）。H-N 模式主要是东北边
境、北部边境的东部；H-S模式主要是东北
边境的南部、北部边境的西部；L-F模式集

图3 2000年和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格局
Fig. 3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in 2000 and 2015

图4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率增长速度
Fig. 4 Growth rate of urbanization rate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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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西北、西南边境；L-N模式县域较少，
且在空间上零星分布；L-S模式县域最多，
在空间上的分布较广。总体而言，西北、
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偏低、城镇化率以
中高速增长；西藏边境的城镇化水平最
低、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东北、北部边境
的城镇化水平稍高、但城镇化速度缓慢甚
至停滞。

5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
驱动力分析

5.1 总体驱动力分析
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表2），交通力和产业力对边境城镇化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社会

力、自然力和行政力，市场力作用相对较小。① 交通力是边境地区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因
素。主要由于地理位置边缘性，边境地区交通条件仍普遍较薄弱，较小的交通条件改善
就能获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例如博乐、凭祥等边境县通过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吸
引人流、物流，聚集商贸活动，极大带动了城市发展。② 产业力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
的主要因素。具体来看，丹东、东港、鸡东、密山等东北边境县域的产业发展水平较
高，带动城镇化水平提升；洛扎、错那、康马等西藏边境县域的产业规模小、发展严重
滞后，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③ 社会力和自然力分别从社会服务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塑
造宜居环境，吸引人口向城市集聚，但对于边境地区城镇化作用相对较小。地方和国家
的政策支撑能给边境地区带来一定的发展优势，但由于近年来中国对边境地区的优惠政
策相对弱化，在较大的地域范围上行政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的作用很有限。另外，市场
力对边境城镇化作用有限，这与边境地区产业规模有限、交通条件落后有关，缺乏充足
的贸易商品供给，也没有足够的腹地支撑，边境地区的市场潜力未能发挥出来。

表2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驱动力因子探测结果
Tab. 2 Factor detector results of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全部边境地区

东北边境

北部边境

西北边境

西藏边境

西南边境

自然力

0.103***

(0.000)

0.248***

(0.000)

0.092***

(0.000)

0.063***

(0.000)

0.114***

(0.000)

0.037***

(0.000)

行政力

0.096***

(0.000)

0.073***

(0.000)

0.132***

(0.000)

0.099***

(0.000)

0.036**

(0.042)

0.173***

(0.000)

市场力

0.058***

(0.000)

0.018*

(0.068)

0.199***

(0.000)

0.048***

(0.000)

0.052***

(0.007)

0.198***

(0.000)

产业力

0.204***

(0.000)

0.014

(0.135)

0.039**

(0.017)

0.232***

(0.000)

0.017

(0.324)

0.064***

(0.000)

交通力

0.224***

(0.000)

0.133***

(0.000)

0.190***

(0.000)

0.228***

(0.000)

0.040

(0.256)

0.138***

(0.000)

社会力

0.166***

(0.000)

0.069***

(0.000)

0.151***

(0.000)

0.016*

(0.084)

0.072***

(0.000)

0.108***

(0.000)

注：括号中为其上方各q统计量对应的p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图5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的空间差异
Fig. 5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types for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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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探测结果显示（图6），六大驱动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的推动过程中存在交互作
用，以非线性加强为主、部分双线性加强。可见，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是自然本底、
经济、政策、产业、交通、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力与
社会力、交通力、产业力、市场力的交互作用最强，自然环境与资源仍然是城市发展的
基础，影响了其他驱动力的作用效果。另外，市场力—交通力、行政力—市场力的交互
加强效果显著，主要因为边境贸易活动需要通过交通线路连接供应市场和销售市场，较
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之间相互促进，有利于共同提升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另
外，在边境地区推进的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行政因素有利
于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地区的市场力，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

5.2 分区域驱动力分析
东北边境的城镇化过程中，交通力、行政力、社会力和自然力均有显著作用，市场

力作用次之，产业力作用不强。一方面，自然力贡献力最大，相对充沛的降水、广袤的
平原和丰富的耕地资源，为东北边境的城镇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交通力的贡献力其
次，主要因为东北地区绥芬河、黑河、珲春、和龙、丹东等口岸连接国际通道，汇集了
国内外商品贸易流，通过溢出效应拉动城镇发展。另一方面，相邻的朝鲜开放程度低，
俄罗斯人口稀少，临近国家的边境市场贸易有限，市场力对东北边境县域的贡献力较
小。另外，随着东北地区的传统机械设备制造业渐渐衰弱、新兴产业竞争力不足，产业
力不能为城镇发展提供有效动力。

北部边境的城镇化，交通力、市场力、行政力、社会力和自然力均有显著作用，产
业力相对较弱。市场力和交通力的贡献最大，因为二连浩特、满洲里等边境经济合作区
和边境口岸在连接欧亚通道中（例如中蒙俄经济走廊）占有重要的地位，市场力和交通
力均较强，能有效推动地方城市发展。

西北边境的城镇化，产业力、交通力、自然力、行政力和市场力均有显著作用，社
会力相对较弱。产业力和交通力的贡献最大，主要因为西北边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多
条国际经济走廊的交通枢纽地区，霍尔果斯、博乐（阿拉山口）、塔城等对外开放重要口
岸提升地区的交通地位，也增强了地方与国际、国内的连通性，能有效促进城镇化发
展。同时，西北边境地区还有可可托海（富蕴）、喀纳斯（哈巴河）等5A级景区，加上
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和跨境旅游的开发，旅游业发展态势较好，有效促进城镇化发展。

注：对角线数值为各驱动力单独的解释力度(q统计量)，非对角线数值为两个驱动力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度(q统计量)。

图6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交互探测结果
Fig. 6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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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边境的城镇化，自然力、社会力和市场力有显著作用，交通力和行政力较显
著，产业力和自然力的作用不显著；但相比其他边境地区，除自然力外，这些驱动力的
作用都相对较小。西藏边境与毗邻国家有喜马拉雅山脉阻隔，自然条件恶劣、人口规模
小、交通不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各项驱动力的强度偏弱。大部分西藏边境县域尚
未培育出能有效带动城镇化的驱动力，是该区域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均持续偏低的原因。

西南边境的城镇化，六大驱动力均有显著作用，市场力和行政力的贡献最大，其次
是社会力和交通力，产业力和自然力相对较小。因为西南边境有瑞丽、勐腊、东兴、凭
祥等多个边境经济合作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国
家政策倾斜和地方财政投入为该地区城镇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且西南边境面向东南亚
广阔的国际市场、对外开放条件好，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也提升了西南
边境的国内国际交通网络连通性，促进商品和资金流通，扩大了口岸所在城市的市场及
腹地范围。另外，西南边境的地形相对平坦，与毗邻国家有怒江、澜沧江等河道连通，
东南亚国家人口密度大，跨境民族占少数民族的比例高[40]，便于双边居民的文化交流和
经贸往来。这些市场、行政、社会、经济条件对西南边境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
促使其成为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区域。

综合来看，交通力在除西藏边境外的城镇化过程中均有重要作用，行政力、社会力
和市场力在北部和西南边境城镇化发挥较重要的作用，自然力在东北和西藏边境城镇化
发挥重要作用，产业力仅在西北边境的城镇化发挥较重要的作用。可见，交通力是边境
地区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边境县域通过开放口岸、建设陆路通道中的重要节点可以实
现交通网络的对内连通和向外延伸，在要素流通和集聚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从而促进
城市发展。行政力对边境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地方财政支出较高边境地区的行政力
作用稍强。社会力和市场力在边境地区城镇化的作用与其临近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相
关，与毗邻国家社会文化经贸往来密切的边境地区，其社会力、市场力的作用较强。作
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北边境和城市化水平最低的西藏边境，不同
的自然条件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城镇化结果。由于大部分边境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均较落
后，产业力的重要性偏低。

交互探测分析结果显示（图7）：① 东北边境的驱动力交互作用对城镇化率的解释力
为非线性加强。其中，自然力—市场力、自然力—行政力、产业力—交通力、行政力—
市场力、行政力—产业力交互后的解释力增长明显。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市场力与行
政力的发挥。东北边境的工业发展基础较好，交通建设与产业发展相适应，能有效促进
城市发展；另外，东北边境的政策和财政支出与市场扩张、产业发展相适应，能有效推
动城镇化进程。② 北部边境的驱动力交互作用对城镇化率的解释力大部分为非线性加强
效果。其中，产业力—交通力交互后的解释力增长明显，因为北部边境有一定工业基
础，地方原料加工及其相应的后续产品能在交通支撑下流通，从而一起推进城市发展。
③ 西北边境地区的市场力—交通力交互后的解释力增长明显，其次是行政力—市场力。
因为西北边境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口岸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国际经
济走廊的重要节点，直接连接中亚及欧洲市场，较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之间
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地方城镇化水平。另外，边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经济
合作区等政策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地区的市场力，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④ 西
藏边境的驱动力交互作用后解释力度得到明显加强。其中，自然力—市场力交互后解释
力大幅增长，行政力—市场力增长幅度次之，说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对西藏边
境地区的市场范围扩张起到了较强的负向影响，行政力对城镇化的直接驱动作用虽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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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其通过扩大市场潜力，间接推动了城镇化进程。⑤ 西南边境的驱动力交互作用加
强效果略低于其他地区，自然力—社会力、自然力—产业力、自然力—行政力交互后的
解释力增幅较大。自然力对西南边境城镇化的解释力虽较弱，但却是边境人口分布与流
动、政策实施效果的基本影响因素，其与社会力和行政力一起的解释力更强。

注：对角线数值为各驱动力单独的解释力度(q统计量)，非对角线数值为两个驱动力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度(q统计量)。

图7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交互探测结果
Fig. 7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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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驱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加强作用，以非线性加强为
主、部分双线性加强。自然力的交互作用最强，除西北边境地区外，自然力与其他驱动
力之间均是交互作用更强的非线性加强。这表明基础自然环境仍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
的基础要素。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深入解析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①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可
见边境地区面临着城镇化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困境，部分边境县域甚至面临人口流失
问题。② 同期，边境地区的城镇化空间差异有较明显缩小，CV 值从 0.713 下降到
0.520。从具体区域看，西北、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偏低、城镇化增速较快；西藏边境
的城镇化水平最低、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东北、北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稍高、但城
镇化速度缓慢甚至停滞。③ 交通力和产业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贡献最大，市场力作用较
小，各种驱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加强作用。④ 西北、西南边境分别形成了以产业力
和交通力、市场力和行政力为主要驱动力的城镇化发展机制；西藏边境的自然、社会、
经济条件薄弱，尚未形成具有较强贡献作用的城镇化驱动力；东北、北部边境的交通力
对城镇化贡献较大，与市场、产业的交互增强效果明显。
6.2 讨论

已有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包括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外来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人口规模、政策导向、区位条件、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41-42]。与东部地区
不同，边境地区受其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地缘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对外开放中处于较
边缘的位置。因此边境地区城镇化主要驱动力为交通力，尤其是城镇化基础较好的西北
和北部边境地区；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改善边境地区相对边缘的地位，有效服务于
城镇化的过程，提高要素的流动性，促进要素和人口的集聚。市场力在推动边境地区城
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仅在北部、西南边境等邻国市场条件较好的区域才有较明显
驱动作用。此外，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驱动力存在正向交互作用，表明边境地区城镇化的
驱动力之间存在典型的“木桶效应”，即任意因素的改变均可能影响城镇化速度。可见，
在未来边境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应综合考虑多项驱动机制的协调，结合当地的产业基
础、地缘环境和自然环境等，选择适当发展模式。

对东北、北部边境等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建议在已有边境口岸和跨境贸易
基础上，进一步给予地方边境贸易的税费优惠政策，增设边民互市贸易区、边境经济合
作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特殊功能平台，积极培育边境地区的市场环境，推动交通
力、市场力、行政力等多驱动力交互作用，共同推动这些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对西
北、西南边境等城镇化水平稍低、但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政策和市场条件较好，建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进一步推进跨境运输通道建设，加强边境地区与国内腹地、
国外市场的联系，增强交通力与已有产业力、市场力的交互作用，推进其城镇化发展。
西藏边境由于资源缺乏、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通达性差，建议进一步提高边民补贴额
度，加强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阻止边境地区人口
流失，争取在行政力主导下，结合以边境旅游为主的产业力、社会力等共同推动其城镇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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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s border areas

SONG Zhouying1, 2, ZHU Qiaoling1, 2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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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Border are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inland opening- up, but also an
critical part in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optimizing national urban
spatial pattern in China. Due to the location,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low in border areas. Therefore, border
area is a special area that should be given close attention, 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gram.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134 border counties, and applies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o study
the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00 to
2015, urbanization rate in border areas wa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gap was
widening. Some border counties in southern Xinjiang, Tibet, northeast of Inner Mongolia, and
Yunnan, are ev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loss. (2) In the same period,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s is low, but it grows relatively fast compared
with other border counties; urbanization rate in Tibetan border area is the lowest and grows
relatively slowly;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areas is slightly
higher, but it grows slowly or even stagnates. (3)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while the driving forces of market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re are obvious mutual reinforcements among the driving forces, while the effort
of resource force increases obviously after interaction. (4)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grows relatively fast, with industrial power and transportation
power, market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Tibetan border area
has the lowest urbanization rate and growth rate,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with
strong contribution has not yet formed in Tibet.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areas,
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power to urbaniz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other force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arket and industry has obvious effects on urbanization.
Keywords: border area; urbanizati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driving for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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